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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科技爭議事件，政府主要使用兩種途徑與公眾溝通，一是欠缺模式，強

調教育公眾使之瞭解新興科技的實質內涵；二是審議模式，透過公眾參與而將此

過程中的社會價值與建議，回饋到科技政策中。但從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 SMC）的運作經驗可瞥見，媒體的角色在這兩個溝通途徑中相形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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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英國 SMC以「唯有當科學家有良好的媒體溝通能力，媒體才能報導更好的科

學新聞」作為其成立的核心理念，並依此發展科技溝通（science communication）

典範。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將承接此核心理念，試圖在臺灣的脈絡下，發展連

結專家與媒體的策略，進而建構更妥適的科技風險溝通途徑。

關鍵詞：科技溝通、科學媒體中心、科學新聞、專家與媒體、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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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科技與社會溝通的斷裂

自 1990 年代科技爭議事件躍上新聞版面，成為社會上重要的討論核心，此

趨勢無論在臺灣或國際都方興未艾。1990年代末開始的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爭議，是經過了二十多年仍持續且尚無充分共識的經

典案例；1996 年英國第一例確認新型庫賈氏症（variant Creutzfeldt-Jacob Disease, 

vCJD）與狂牛症具關聯性的病例，也依然是談起開放英美牛肉進口與否的論證

依據；1998 年一份宣稱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vaccine, MMR vaccine）與兒童自閉症有關的偽造論文，同樣是現今父母

是否讓子女施打疫苗的擔憂。這些看似可能由專家出面釋疑、不應成為社會爭議

的科技事件或政策（雷翔麟，2002：126），卻著實引起高度的社會輿論爭端。

這些科技爭議事件，某種程度上揭櫫了科技與社會關係的轉變。過往科學

知識的生產過程，在嚴密的專業審查之下，形塑出相對獨立於社會與公眾的科

學社群（雷翔麟，2002）。制定科技政策時，強調專業知識的專家決策，成為

主要的政策制定機制，使得科技決策長期被視為「具高度專業性，因而大眾無法

充分瞭解」的範疇，成為「有參與門檻的公共空間」（同上引）。另一方面，隨

著科技廣泛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科技的發展也改變了人與物的關係及社會價值，

而使公眾因與專家之間的風險感知落差，試圖挑戰專家決策（林國明、陳東升，

2005）。然參與科技政策制定與討論的「門檻」，並未因為科技與社會關係的改

變而降低；在臺灣的脈絡下，科技爭議仍被視為科技與人文社會，這兩種文化相

悖離而導致的意外與特例（林崇熙，2000；雷祥麟，2002）。

在兩種文化的論述框架下，從專家到公眾的科技溝通之路始終存在著斷裂

與間隙（gap）；當代科技議題的廣度已超越傳統的學科分類，無論是科技議題

初期的發想與設定、中期的傳播與行銷，還是公民教育與素養建立，橫跨了許多

不同學門領域的觀點（黃俊儒，2019）。也因此面對科技爭議，透過改善公眾對

科學的認知、減少科學文盲、強調啟蒙的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周桂田，

2014：292），經常是談到科技溝通的首選。即便隨著民主價值的蓬勃，審議模

式亦一度成為臺灣重要的科技溝通模式，但近年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件、至

今仍在風尖浪口的核四重啟爭議等議題，無不顯示科技爭議引起的社會不信任

是臺灣必須面對的問題，並將 2002 年英國所成立的「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 SMC），視為一種科技溝通途徑，並進一步呈現在臺灣推動 SMC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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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欠缺模式到審議民主―缺席的「媒體」

欠缺模式作為科技溝通的首選，是因為多個跨國研究指出，公眾若缺乏足夠

的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1 或科學所知不足（illiterate），其中所產生的錯

誤擔憂，恐引起無謂的社會輿論爭議 (Sturgis & Allum, 2004)。英國 1988 年的相

關調查發現，針對抗生素的科學知識，只有 28% 的民眾知道它的主要功能是殺

死細菌而非病毒，故感冒不應使用（同上引：56）；同樣問題在 2015 年「科技

素養計畫─公民科技素養調查研究（第二期）」2 調查中顯示，臺灣仍有 65%

的民眾認為「抗生素的功用主要是殺死病毒和細菌」的描述為真，僅有不到四成

的民眾能正確認識常見於生活的藥物（國立中山大學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

2015）。這使得專家視「公眾缺乏科學知識」為科技溝通中，需要重視的關鍵，

甚至是唯一的因素 (Hunter, 2016)。

也因此科學社群期待能培養公眾的科學素養，使之更支持科研計畫、更熱中

科學創新，更有效參與和科學有關的公眾辯論。這樣的期待成為專家願意回應科

技爭議與社會輿論，試圖填補與公眾之間知識間隙的重要起點 (Sturgis & Allum, 

2004)。選擇欠缺模式作為科技溝通途徑，其核心是期待能解決公眾缺乏科學知

識的問題，並隱含「只要公眾理解科學就會支持科學」的假設。但如此假設，卻

忽略了每位民眾理解科學知識的差異與不同觀點，而實際上知識缺乏並非科技溝

通斷裂的唯一問題，缺乏信任、來自群體的同儕壓力、價值觀、受到錯誤訊息傳

播的影響等，這些問題比「瞭解科學就會愛上科學」（to know science is to love 

it）的假設複雜許多 (Hunter, 2016; Simis, Madden, Cacciatore, & Yeo, 2016)。

談起臺灣在國家型科技決策與研究中，納入公眾與社會溝通的起點，可回

溯至 2002 年的「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 ELSI 研究推動計畫」（戴華、葉俊榮，

2004）。其成果報告提出三大任務：盤點潛在的爭議並提出政策建議、建立基礎

架構與進行社會教育工作，3 即透過「科普教育」強化科技傳播與溝通，而這雖

1 Jon D. Miller在其 1983年發表於 Daedalus的“Scientific literacy: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文中指出，科學素養的定義由三個重要的面向組成：一、對基本科學詞彙和事實的理解；
二、對一般科學過程的理解；三、對政策與科學有關議題的理解。而對於抗生素的用途的認知，
之所以會作為測量科學素養的經典案例之一，主要是將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的藥物功能，視為一
般人對相關議題的科學事實認知程度的評斷依據之一。

2 本文使用資料部分係採自科技部資助之「科技素養計畫—公民科技素養調查研究（第二期）」
研究計畫，該計畫係由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執行。

3 根據該計畫之成果報告，其主要任務有三：一、推動有關基因科技所引發之倫理、法律和社會衝
擊的研究，以期明確掌握這些衝擊的內涵與可能產生的結果，並透過系統化的分析與評估，以界
定與探討基因科技發展過程中必須妥善因應的重大人文議題，最後研擬具體政策建議。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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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時解決潛在科技爭議的重要途徑，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2003–2006 年間，4 中央研究院執行《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

置之規劃》，用電話訪談調查以瞭解民眾對基因體的認知，但多次調查結果皆

顯示民眾自認對「基因醫學」、「基因科技」、「生物科技」等技術有所聽聞、

並有些瞭解的比例不到五成。顯見，面對知識門檻高且具不確定性的議題，期

待透過簡要的知識說明，以達到理性的討論溝通，可能過度樂觀（翁裕峰、陳

佳欣、許宏彬、吳挺鋒、楊倍昌，2012）。但這並非意味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過程中，科學知識不重要，而是指科技與社會緊密相

扣的現在，科技溝通需要超越單向的溝通模式（Simis et al., 2016）。

過往的專家決策模式，認為科技風險的「客觀事實」，是可透過「正確

的」科學知識判斷，並加以控制，但卻忽略風險評估還涉及脈絡化的知識，與

不同社會文化觀點的衝突，甚至不同領域的專家之間，對於風險的評估亦有相

異見解（林國明、陳東升，2005），而使這樣的評估方式遭受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5 因此，著重對話與參與的審議模式（deliberation）被視為科技溝通

的新途徑，以此改善專家決策與欠缺模式單向傳播的侷限。並開始有國家，如丹

麥、荷蘭，逐漸將原有的國會科技評估制度（Parliamenta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PTA）轉向參與式科技評估（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pTA）途徑；使

主要的科技政策參與者，從強調「專業審查」的大 P（即國會），走向強調「公

眾參與及民主程序」的小 p（即參與式）（周桂田、徐健銘，2013）。

臺灣引入審議模式作為專家與公眾溝通途徑的初期，討論的議題眾多，幾乎

所有具爭議性的政策都曾是會議桌上的重要題目，如代理孕母、稅制改革等（林

相關學術研究所需之基礎架構，以及國內外相關研究社群的互動網絡。三、針對重要的基因科技
人文議題，進行社會教育工作，例如：開闢網頁，提供有關國內外基因科技發展及其在倫理、法
律和社會方面所造成之衝擊的背景資訊與討論；推動通俗演講與座談系列；將相關專題研究計畫
之成果通俗化，出版一般大眾讀物。

4 此電話調查計畫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傅祖壇任計畫主持人，該調查分為基
因醫學組及農業生物科技組，於 2003年及 2004年各進行一次電話調查，2005年起兩組合併，
共進行三次電話調查，2006年進行一次電話調查，總計 8次電話調查，其中 6次與基因醫學相關。
該計畫亦包含 4次面訪調查（2004年、2005年、2009年〔計畫主持人：張苙雲〕）與 2011年〔計
畫主持人：于若蓉〕）與 1次學者專家郵寄問卷調查（2006年）。

5 “Collingridge dilemma”是英國學者 David Collingridge於 1980年在其著作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一書中提出其對於技術創新在社會控制面的看法。其提到「技術在社會面所造成的後
果難以在技術發展的早期預測。當技術的不良結果被發現的時候，技術通常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經
濟的一部分，難以完全的被控制。這是控制的困境。當改變相較容易的時候，改變背後的需求難
以被預見；當改變的需求顯而易見的時候，改變會變得昂貴、困難且耗時。」（轉引自 Liebert & 
Schmidt, 201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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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明，2009）。2002 年「二代健保規劃小組」的公民參與組成立，採納源於丹

麥的公民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為主要的審議模式，是以審議為科技溝通

途徑的開端。公民會議模式的核心特質，即是認為共善政治、理性立法、公民參

與，可提出最適解決方案與政策，以面對因「不相容的價值」與「不完整的理解」

所產生的爭議（林國明、陳東升，2003）。

臺灣政府舉辦公民會議的次數在 2004–2005 年間達到高峰，甚至超越丹麥

（林國明，2009），然而在這兩年密集的公民會議討論經驗後，不難發現審議模

式的優點與其受到的挑戰，實為一體兩面。首先，「不相容的價值」所產生的爭

議與衝突，是審議模式期待透過參與者之間的高度異質性，包含不同的社會經濟

背景、教育程度等，以知情與理性的討論方式，來妥適解決的問題之一。然而「知

情」與「理性」卻不足以彌補價值與身分認同的衝突與差異（陳東升，2006）。

其次，公民會議作為嘗試形塑共識、提出最適解決方案的場域，使「形塑共

識」可能成為會議或意見領袖的主要目標，卻喪失了意見的多元性。在高度異質

性的參與者中，教育程度高、願意積極表達意見者相較於其他人，更有機會成為

意見領袖，獲得議題設定的話語權；當持少數意見的參與者認知到無法挑戰多數

意見，可能為了達成共識而放棄自己的看法。如此所達成的共識，可能是不同意

見者策略性選擇的結果，而非因溝通與對話產生改變，致使公民會議成為「說服」

而非「討論」的場域（陳東升，2006）。

整體而言，林國明（2009）也提到臺灣發展審議模式的脈絡，與行政首長的

支持密切相關。但行政首長對於審議模式的價值與創新理念的理解，未進入實際

執行與舉辦會議的官僚體系中，使公民會議難以成為政策溝通或科技決策的制度

化過程。劉正山（2009）亦不諱言臺灣發動公民議會的模式仍是「由上而下」，

致使議題設定權與參與者的選擇權，仍掌握在政治、社會或經濟的菁英團體手

中。換言之，無論是選擇欠缺模式或是審議模式，臺灣在科技溝通的推動與運作

上，都仍隱含由上而下的溝通路徑，並呈現相較保守的樣態（黃俊儒，2015：

173）。

據此，不難看到在「由上而下」的邏輯下，所謂溝通皆以彌合「專家」與

「公眾」的間隙為主，卻忽略了當民眾離開教育場域，新聞幾乎是形塑公眾理解

科技─無論是新知或是爭議─的重要媒介（黃俊儒，2018；黃俊儒、簡妙如，

2010）。也因此，面對既複雜且不確定的科技爭議，科學與媒體間亦從過去訊息

來源與媒介的關係，變得更複雜且相互依存（黃俊儒、簡妙如，20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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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 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7 月間，基因改造國家公共辯論（The GM 

National Debate）為例，英國政府透過大量的公開討論會、6 基礎討論工作坊、深

度焦點團體與互動網站作為公眾參與的工具（范玫芳、邱智民，2011）；而當時

的英國媒體，無論是質報或小報都大量報導基因改造作物的議題與論述，據統

計 2003 年 1–7 月間，僅《衛報》、《泰晤士報》、《每日郵報》、《太陽報》

四家媒體就有 446 則相關報導，呈現基因改造議題的不同觀點，成為科技爭議的

討論場域 (Cook, Robbins, & Pieri, 2006)。然而，在臺灣無論是公民會議最蓬勃的

2004–2005 年間，或是近年期待能納入公民參與的《能源轉型白皮書》審定，在

媒體上，都未看到足以形塑與呈現各方觀點的討論。

除了媒體重視科學議題與否，媒體如何再現科學知識，以及如何產製科學訊

息，向來是談起科技傳播與科學新聞的討論核心（黃俊儒、簡妙如，2010）；科

學知識生產與新聞產製過程的價值差異，也一直讓科學與媒體被視為兩種文化。

在不同領域的社會應用中重複發生科技爭議，難以在媒體上呈現科學不確定性是

重要的因素之一；當潛在風險難以由科學提供確切解答，以回應公眾的擔憂，導

致公眾難以理解具爭議且複雜的科技風險或災難，形成公眾風險感知的脆弱性

（周桂田，2014：294-298）。

為了因應越來越多元的科技社會議題需求，2008 年「促進公眾對於科技的

理解及參與」（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Technology, PUST）的特殊徵案計

畫，為臺灣開啟「科技、社會與傳播」學門的相關研究基礎（黃俊儒，2019）。

2010 年國科會科教處的「赴歐考察『科普教育與傳播』領域相關機構計畫」亦為

臺灣的科學傳播帶來可供借鏡的新途徑，其中以改善科學新聞為目標的 SMC，

為科學傳播實務面的重要案例（黃俊儒，2012）。

為求改善臺灣科學新聞之品質，當時盤點英國 SMC 能成功運作的主要元素

有三：穩定且自主的經費來源、成功搭建媒體與科學家的互惠平臺，及英國皇家

科學院（Royal Institution, RI）在草創時期給予科學知識與信譽的後盾（黃俊儒，

2012）。然若臺灣要引進 SMC 為新的科學風險溝通途徑，在當時遇到的實務問

題，便是難以有穩定的財務結構 7 可支援。

6 當時針對此議題，英國政府藉由 8場基礎討論工作坊（每場約 18–20人）作為設計整體討論之基
礎；並將公開討論會分為起始會議（6場）、地方議會與其他團體協作舉辦（40場）、利益團體、
科學社群與教育中心舉辦（629場）共三個層級；深度焦點團體討論，分為十組，每組舉行兩次
會議；互動網站則有 36,557人主動參與回饋問卷。

7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之財務來源源自各界捐款，除政府機構、大型信託或政府公共資金外，單一
單位捐款不可超過前一年營收之 5%，用以維持財務的穩定與自主。每年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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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6 年第十次全國科技會議，視「強化科技決策支援系統」為重要的子

題，並指出應系統性盤點重大科技政策與社會需求，以掌握趨勢變化，透過多元

參與、擴大溝通，形成科技發展共識。使用非線性創新模式來解決社會面臨挑戰

的技術經濟轉型。

隨後行政院推動產業創新旗艦計畫，提供穩定的經費。在此框架下，促使

SMC 的傳播模式，在臺灣有嘗試實踐之基礎，並配合 5 + 2 產業創新計畫，近一

步籌組「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設立與維運計畫」。承襲 SMC 模式「連結科學家與

媒體，以改善科學新聞，傳播更好的科學」之核心目標，發展符合臺灣科技傳播

與媒體現況之在地模式，因應當前臺灣科技與社會溝通斷裂所導致的科技爭議與

社會挑戰，建構多元且有科學基礎論述之網絡，以促進社會學習與對話共生之平

臺。

參、隱藏在科學新聞背後的藏鏡人― SMC模式

1990 年代俗稱狂牛症的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因可能傳染給人，並引起人類中樞神經系統病變罹患新型庫賈氏症，在

英國引發高度的社會恐慌，使長期關心科學的公眾，對科學家與政府產生極大的

不信任感。這是促使英國的科學家們，正視因科技導致社會信任危機的重要契機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C], 2000)。

綜觀當時英國媒體呈現的狂牛症議題，隨著狂牛症與人類庫賈氏症的感染源

變異普立昂蛋白（prion protein），證實可跨越種族障礙傳播於人與牛之間，加上

當時罹患新型庫賈氏症之案例，都曾處於狂牛症高風險環境，8 吃牛肉會致死的

謠言在英國不脛而走。然而狂牛症事件中，卻少有研究普立昂蛋白的科學家在媒

體上發聲，政治人物、媒體名嘴、政府官員取代科學家成為「專家」的角色。即

便政府陸續公布所有的統計數據與政府報告，也都無法消除公眾對於吃食牛肉的

恐懼（陳璽尹，2018）。

會於網站上公布捐款者、當年捐款上限，及捐款金額，以 2019年為例，其單一單位捐款上限
為 30,000英鎊，超過此額度者僅有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及英國經濟能源工業部門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其運作支出的部分，以開始於年度
報告完整公布收入的 2012年為例，當年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營運之總支出為 461,358英鎊（約臺
幣 2,158萬元，以臺灣銀行 2012年 12月英鎊結帳匯率 46.78元計）。

8 英國農業部 2000年提出之狂牛症報告指出，僅能確認人類罹患新型庫賈氏症與狂牛症有關，其
能證明小鼠罹患新型庫賈氏症是由狂牛症普立昂蛋白造成，在人類身上尚無法確認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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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英國上議院科技專家委員會（House of L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STC）針對狂牛症所產生的社會信任危機，提出第三次科學與社會報

告（Science and Technology—Third Report）。報告中指出公眾的科學感知正在改

變，基於對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與訊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快速發展的不安，公眾開始質疑權威，並相對更相信獨立於政府與企業的的科學

家。此外，公眾認為可接受的科學風險，往往與科學認知的客觀風險有所差異。

報告建議具科學不確定性與風險的決策，應該一開始就以開放的態度承認科學建

議所包含的不確定性，而非試圖以簡化結論的方式呈現。同時亦指出科學家應瞭

解其研究對於社會的影響，以及公眾支持科學的重要性，從而積極與媒體合作；

並將其視為科學與媒體之間「巨大的挑戰」(STC, 2000)。

英國 SMC 即是為回應科技專家委員會的建議，而於 2000 年在皇家科學院

院長 Susan Greenfield 男爵夫人帶領下成立諮詢委員會，期待以皇家科學院長期

向公眾傳播科學的歷史功能，與其獨立性質，擔任改善新聞報導中科學品質的引

領角色。本次諮詢委員會集結一流的科學家、記者與編輯，確立 SMC 的目標為

「重建公眾對科學的信任，並彌合科學與媒體之間的文化差距」。同時也在此會

議中發布兩項聲明，聲明一為 SMC 未來將與皇家科學院密切合作，但在業務上

彼此獨立無從屬關係；聲明二為財務上單一（非政府）機關之捐款不得超過前一

年收入之 5%，以此兩項聲明定調 SMC 的獨立性質 (Fox, 2012: 258)。

透過三個月的籌備訪談，科學家對於科學與媒體之間最大的弱點達成共識，

這與上議院報告提到的「巨大挑戰」顯然相同─科學家與媒體間缺乏有效溝

通，特別是發生具科技爭議性的新聞時，媒體更不容易找到願意公開說話的科學

家；科學家也承認他們雖願意與值得信任的媒體交談，但不願意在新聞熱潮中辯

論或接受直播 (Fox, 2012: 259)。這使具有科學基礎的訊息難以有效傳遞給公眾。

在英國 SMC 成立之初，基因改造食品與 MMR 疫苗爭議正熱，是其第一個實驗

場域。英國 SMC 的主任 Fiona Fox 即指出「我並不在乎英國民眾是否支持基因

改造食品，只要他們是在獲得最好的植物學家的意見後，做出了決定」（同上

引：260）。這使得 SMC 的價值觀與理念，在基因改造食品的事件後更為清晰。

SMC 將其工作定位為：確保英國在關於科學領域的媒體辯論中，最好的科學家

沒有缺席。並期待透過其操作機制，進一步改變科學界的文化，期待科學家視頭

條新聞為機會而非威脅（同上引：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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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MC的兩個主要操作模式

（一）各國 SMC共有的即時回應

為了有效在新聞中呈現科學家的觀點，並兼顧新聞的需求，即時回應是英

國 SMC 最重要的運作模式，以促進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訊息正確性；即時回應又

分兩種，其一是主要回應新聞的「新聞即時回應」（rapid reactions）和短評最新

研究的「研究即時回應」（roundups）。若要能專業且完整的報導科學新聞，找

到對的專家提供回應與建議，無疑是最好的方式。然而以現今追求即時新聞的環

境，一旦科學成為新聞，記者往往沒有足夠時間找到適合的科學家，意味著新聞

產製過程中可用性比專業知識來得重要，即時回應便是為了因應這個挑戰。

當英國 SMC 遇到科學新聞事件，它會透過專家網絡找到合適的專家，協助

提供簡短的新聞即時回應，並在專家允許下提供給全國的新聞媒體。另一種回應

方式，則是邀請專家短評最新的重要期刊研究，期待在科技爭議事件發生前，即

邀請專家評論重要的新研究，與新聞即時回應不同的是，這種回應方式讓科學家

有更多時間閱讀期刊，瞭解新的研究內容 (Fox, 2012: 262-263)。

種種的運作模式與策略中，即時回應是最能同時兼顧訊息的品質，並且有效

進入新聞產製過程、跟上新聞時效性的方式，也因此即時回應成為 SMC 溝通模

式的特色。無論各國改善科學新聞的在地目標與需求為何，即時回應／專家回應

（experts reaction）都是連結專家與媒體最重要的方式。

（二）說明脈絡的記者會（press briefings）9

除了回應科學新聞，記者會是英國 SMC 協助科學家發布科學新聞的方式之

一，並根據情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背景簡介記者會（background briefing）

是最常見的一種，主要邀請 2–3 位科學家說明並釐清現行媒體報導所討論的議題

（或事件）背景，如去年（2018 年）無人機闖入蓋威克（Gatwick）機場的事件、

早前對於核廢料、幹細胞治療、奈米技術的討論等。另一種常見的形式則是以新

科學研究為主的新聞記者會（news briefing），如國際組織的報告、新的醫學發

現等 (Fox, 2012: 263)。此外主動破解謠言（crap busting）澄清科學假新聞、整理

專家回應所提供的事實查核表（factsheet）亦是 SMC 的重要任務。

9 Briefings原應譯為簡報會，但英國 SMC的 briefings僅提供媒體參與，由於在臺灣並無類似記者
簡報會之活動，故以性質較相似的記者會稱之。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1期．2020年 1月 61

二、全球科學媒體中心網絡

英國 SMC 成立至今已邁入第 17 年，其對於英國國內外的重要爭議事件不曾

缺席，無論是早期的基因改造食品、MMR 疫苗；還是福島核災、南亞海嘯；乃

至於近期的基因編輯嬰兒爭議，SMC 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願意與記者互動的科

學家資料庫，來突破原本科學家與記者之間的衝突，並在改善科學新聞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獲得科學家的認同 (Kirby, 2011)。此科技溝通模式更傳播至其他國家，

並透過簽署共同的章程（SMC Charter），確認參與的國家以共同的目標與核心

價值來推動 SMC 的科學傳播模式。目前德國、澳洲、紐西蘭與加拿大皆是全球

SMC 網絡的其中一員，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是

網絡中的第六個成員，也是目前亞洲唯一的成員。10

2011 年是各國 SMC 的首次國際會議，當時已經成立的五個 SMC 主任曾在

杜哈（Doha）共同討論，並為各國 SMC 的全球性合作制定一套基本規則，作為

簽署章程後，全球 SMC 網絡面對科學問題時，訊息共享的依據 (Tanaka, 2015: 

34)。在該場會議中，確認了三個屬於各國 SMC 的共同價值，分別是提供媒體具

有實證基礎的訊息、維持運作的獨立性，與多元的資金來源。透過這三項共同價

值，各國 SMC 對於媒體的科學新聞需求，提供有科學實證基礎的訊息；對專家

提供更具影響力的科技溝通與傳播管道；並透過多元資金作為建構獨立性的基

礎，不受特定單位、企業或組織的影響，從而建構各國 SMC 所提供訊息的公信

力。

在這些共同價值下，各國 SMC 依其不同的媒體環境與問題，微調實際的運

作模式，如澳洲認為他們最大的挑戰，不是在主流新聞中科學家論述的比例不

足，而是如何更清楚精確的呈現科學論述；加拿大特有的在地問題，是必須同時

面對英語新聞與法語新聞的需求；對紐西蘭而言，如何不受主要的資金來源皇家

學會（Royal Society）影響，保持獨立運作是當時的首要挑戰 (Kirby, 2011)；日

本 SMC 成立之初，則是期待能介入原本由上而下且非常穩固的科學議題設定過

程，打破僵化單向的科學訊息傳播 (Tanaka, 2015: 32-33)；然而日本在運作三年後

停止，目前已不再更新內容。

10 日本亦曾經是其中的一員，且是 SMC國際網絡 2011年首次會議的參與國之一，但後續隨著日本
科學媒體中心的結束而退出。另外亦有其他的國家因對於科技傳播的目標不同，因此即便使用科
學媒體中心為名，但並非網絡中的一員，如美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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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自記者的反思與批判

英國 SMC 的傳播模式在成功運作十年後，亦開始有研究者與新聞媒體工作

者提出反思與批判。SMC 設立的初衷「強化科學家與媒體的合作」，是為解決

當公眾面對科技爭議事件，因對政府與專家產生信任危機所造成的治理挑戰。然

而在 SMC 主導媒體議題設定的過程中，公眾的角色被排除在外，從而面對科技

風險或是科學新聞事件時，無法確知公眾是否能參與、對話與討論 (Haran, 2012: 

244-249)；此外，SMC 雖然自認是獨立的新型態媒體活動，但其積極推廣科學，

提供記者包裹式的訊息，也被批評者認為其本質與「科學公關機構」（science’s 

PR agency）雷同 (Callaway, 2013; Haran, 2012: 247)。

SMC 成功建立了科學家與媒體合作模式的同時，其所建構的緊密連結，亦

被認為可能扼殺了媒體反思、辯論的能力，使科學記者過度依賴 SMC 所提供的

訊息 (Callaway, 2013)。當負責任的媒體要解讀科學數據的意涵或報導科學研究的

發現，需要積極與科學家合作以避免誇大或是錯誤之嫌，英國 SMC 主任 Fiona 

Fox 對此批評僅簡要回應：「科學媒體中心的任務，就是讓科學家的意見進入公

眾辯論的場域。」（同上引：143）而媒體在科技傳播的過程中應該為公眾服務，

告訴公眾科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潛在風險、甚至科學家的錯誤，身兼科學記者與

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科技傳播講師的 Peter Aldhous 提到：「新聞與公關，

對於傳播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功能，服務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但面對科學時，這兩

個功能的差異卻變模糊了。」(Hunter, 2016: 1515) 的確，若 SMC 的功能僅是向

媒體「推廣科學」，且新聞也僅報導單方面的科學故事，必然有遭受批評的空間。

SMC 與單一科學研究機構公關室的差異在於，SMC 除引介更多元意見的科學家

給媒體，不具維繫特定機構之公共關係的責任，相較之下，更注重何種論述具有

科學證據，何種匱乏。然而對臺灣而言，或許我們必須面對，且就在眼前的是更

嚴峻的挑戰─新聞中的科學與科學記者正在逐漸減少，幾近消失。

肆、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臺灣的在地脈絡

回顧臺灣面對當代科技爭議的過程，即便面對具有不確定性的議題，所有的

利害關係人，都可能對於相同事件有不同的理解、判斷與選擇，但彼此間卻缺乏

能夠與不同觀點對話與溝通的平臺，充分討論與溝通。

再者，隨著媒體傳播的管道日漸多元，參與科學傳播的人員亦同，相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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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被錯誤書寫的情況也更為普遍，科學訊息品質不佳的問題廣泛出現在全球；

科學新聞過分具戲劇效果、名不符實、關係錯置等問題，在臺灣媒體的報導中

時有所聞（黃俊儒，2015：174）。此外，新聞報導中衝突框架盛行，致使不同

的意見與理解呈現零和選擇，負面影響了公民的信任與議題認知，壓縮對話空間

（黃惠萍，2005）。

據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在 2017 年 5 月計畫執行之初，作為全新的科技傳

播嘗試，除了期待因應上述的臺灣脈絡，建立可信賴的溝通平臺，也同時期待在

建構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過程中，發展創新產業的科技溝通策略、促成多元網絡

互動與雙向培力，成為知識生產與知識轉譯平臺。

但實際運作的過程與外部專家建議，使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不斷調整運作與推

動策略，更貼近臺灣現行科技傳播的現況。面對多元利害關係人與複雜的溝通問

題，借鑑英國 SMC 的推動模式，並推動科學傳播三個階段性目標：能正確、能

普及與能反思（黃俊儒，2015：173-178）。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推動此機制的第

一步，是連結科學家與媒體；建置專家網絡、廣納具有科學證據基礎的專家觀點，

達成「能正確」的目標，並呈現多元科學觀點、強化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作為具公

信力訊息來源的角色。

一、專家網絡建立

建立網絡是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執行至今，最重要的工作與基礎建設，有專家

資料庫，才可能協助媒體找到合適的專家。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以爭議事件，或潛

在的科技爭議為題，邀請領域專家參與討論，提供不同專家間的對話平臺與實體

空間，亦累積專家對於科技爭議之觀點。透過專家拜訪，瞭解專家更細部的研究

方向與觀點，以及專家過去與媒體合作的經驗與意願，亦是建立專家資料庫的工

作重點。

建置專家網絡的過程中，如何使專家信任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突破既有常見

於媒體的專家網絡，是現階段最大的挑戰。專家缺乏認識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與此

運作模式的基礎，且「對媒體與對公眾說話」目前仍不屬於專家日常，專家接受

邀請的意願偏低。面對陌生平臺的邀約，專家必須撥空瞭解非慣常、非必須的溝

通模式，考量到時間與心理成本，專家的意願與動機較為薄弱。為解決此困境，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以潛在爭議議題，或新的研究發現作為接觸渠道，期待引起專

家興趣，並借助其專業進行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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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回應運作模式

即時回應的模式，是 SMC 在英國的媒體環境下發展出來的，用於協助媒體

快速取得科學家的專業意見。目前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運作即時回應時（見圖 1），

議題來源為國外研究與新聞轉譯（包含國外 SMC、國際知名期刊研究等）、記

者主動提出的新聞需求，也採納專家的議題建議與特定領域的長期科技溝通瓶

頸。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收到新聞需求與專家建議後，會判定議題類型，著重於有

科技爭議之題目，如科學轉譯錯誤、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之科學研究趨勢、長期的

科技爭議，以及科學內部的觀點差異等類型。整理議題背景後，一併提供專家參

考，尋求專家的意見與觀點，最終呈現於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官網（見圖 2），持

續累積成為媒體可引用之資料庫。

舉例而言，〈紡織品回收再利用之專家意見〉即是來自媒體需求的案例，該

圖 1：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即時回應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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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即時回應因記者望能深入舊衣回收之現況與技術，而提出新聞需求，新興科技

媒體中心則因舊衣回收的流程，涉及循環經濟的推動、處理技術與機制、永續消

費與生產設計等議題，而協助聯繫領域專家。

圖 2：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官網所呈現即時回應之模式

資料來源：新興科技媒體中心（2019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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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氣候變遷國際研究單位的報告，對臺灣社會有重大影響，新興科技媒體中

心廣邀專家回應此科學研究趨勢，產出〈《IPCC 氣候變遷與土地特別報告》專

家意見〉；〈非洲豬瘟病毒抗體檢驗試劑之專家意見〉則是因應非洲豬瘟防疫議

題，長期滾動的成果；〈「機器視覺如何分辨物體」之專家意見〉則是基於現代

科技快速發展，而邀請專家回應對於新研究的觀察與看法。

自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8 月，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已完成 44 篇即時回應（含

6 篇翻譯），議題涵蓋智慧機械、食品安全、生物醫學、能源、循環經濟等五個

主要領域，以及空氣污染與氣候變遷兩個子議題，共有 82 人次的專家協助回應

（詳如表 1）。

運作即時回應的目的是為了協助媒體，但目前為止仍難跟上傳統媒體（如日

報、電視）產製新聞的時間需求；但已跟上能提出具體問題的非即時新聞需求，

如週刊報導或網路新聞媒體（如《天下雜誌》、《端傳媒》）。

因為專家與媒體處理議題的習慣不同，雙方對事件的時間感也有巨大落差。

過去接觸專家的經驗，多發現專家認為應等候突發議題的初步調查結果，再發言

或評論較為恰當。然媒體認為等到調查報告出爐或是政府召開記者會，已非新聞

的第一時間。此外，2–3 天的時間或許是專家認為提供論述必要的準備期，但對

媒體而言，2–3 天可能已是一則重要新聞的尾聲，主要的論述已確定，不會再變

更專家觀點。但在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努力下，亦開始有專家願意較即時與媒體

合作。

另外，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嘗試發送新聞稿或提供科學資訊給媒體，提供議

題的背景知識。但目前受限於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對公眾與媒體而言知名度不足，

即使提供協助，難如專家成為「具權威性的訊息來源」，僅能以協助轉譯的方式

領域 即時回應篇數 回應專家人次

智慧機械 8 10

食品安全 10 17

生物醫學 5 16

能源 7 11

氣候變遷 6 13

循環經濟 7 12

空氣污染 1 3

總計 44 82

表 1：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8 月即時回應運作情況

資料來源：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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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不易在新聞中看出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實際運作產能。

三、培力

有鑒於現今具有影響力的媒介，如報紙與電視的科學新聞篇幅越來越少，

且其內容與其他新聞相比，需要科學識讀訓練，以致科學記者的養成相當困難；

而傳統媒體因時代演替、結構不若從前，以致涉及科學議題的記者分布在不同的

採訪路線當中，少有記者專門處理科學新聞。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透過媒體培訓課

程、科學資訊整理、媒體暨公民學院等方式，協助媒體快速瞭解議題背景、相關

領域專業知識與促進跨界合作。

培力媒體的初衷，在於拜訪專家時所獲回饋；專家認為受訪經驗中，感受

到媒體不夠深入認識議題，或專家論述中原欲保留的科學不確定性受到忽略；在

議題熱點上，媒體通常只想獲得明確答案，但學術上的答案，往往是研究設定與

控制下的初步結果，與記者的詮釋有相當程度的落差，故期待透過培訓課程來銜

接。

但參與課程的記者回饋，對於長期跑特定路線的記者而言，新興科技媒體中

心的課程安排並不存在「太難」或「記者不懂」的問題，而是為什麼公眾需要在

這個時候知道這件事情？以及這些知識怎麼「用」的問題。這也是科學過程或是

科學不確定性，難以在報導中呈現的原因之一；科學議題的背景知識，對記者而

言難有即時新聞效應。以致培力課程最具吸引力的並非內容，而是記者有機會認

識與其固有網絡不同的專家。即便如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活動因不具時效性

或新聞性，若有突發的新聞事件，媒體課程便是記者首要放棄的對象。

此外，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曾舉辦報導競賽活動，期望能提供競賽誘因，鼓

勵記者以科學新聞應包含的特質來撰寫新聞，然而效果卻相當有限。綜觀培力媒

體或與媒體合作的過程，若想改變科學新聞，需要進入媒體的工作流程，否則難

以成為媒體的選擇。

四、創新傳播模式與合作

除了建置「基礎工程」，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多方嘗試創新的傳播模式，不

僅曾與電視媒體合作，協助專題報導的採訪；亦與廣播、週刊、網路媒體多方合

作，也曾協助製作《海造的風機》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的新聞報導與

舉辦展覽，透過虛擬實境，體驗者可感受宛如置身現場的沉浸感，在 VR 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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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中，體驗者可以選擇看待新聞事件的角度。

然而，「時效性」仍是媒體合作與嘗試創新傳播模式不可忽視的要素。一如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與媒體合作即便非即時新聞，在週刊、新聞節目、專題報導的

合作仍有時效需求，而中心內部需要更理解新聞的需求與作業時程，方可順利合

作。另一方面創新的傳播模式如 VR 新聞，雖能吸引體驗者，但它需要數個月籌

備時間，在體驗上也受限於特定的觀賞設備，傳播力有限。

眾多合作中，有一值得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繼續耕耘之地。因應民眾探求真相

的需要，以查核訊息事實為己任的媒體逐漸崛起，無論網路平臺、傳統紙媒或電

視臺，部分新媒體開始重視「具有科學證據的資訊」，以反制泛濫的假新聞和網

路謠言，如臺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美玉姨、蘭姆酒吐司等，亦是重要的

合作夥伴。

一如前述，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運作模式與架構，是在英國 SMC 的基礎上

根據臺灣實際狀況微調。並在執行一年後（2018 年）實際與英國 SMC 洽談協作，

以連結全球 SMC 網絡。英國 SMC 最為關切的是，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期待影響

的對象是否為大眾媒體？是否願意處理具爭議性的科技議題？面對爭議時，是否

具有不被各方立場影響的獨立性？也因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未來亦將嘗試與科

技部進行協商，朝向多元資金來源發展。

伍、推動新途徑：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困難與挑戰

「專家」與「媒體」是科技傳播的重要角色，這兩個角色所認知的科技傳播、

公眾角色，與其過往彼此接觸的經驗，都影響了雙方是否持續對話與合作。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在連結專家與媒體的過程中，無論是建構專家資料庫、推

動即時回應、更緊密的媒體合作，都確實遇到了困難與挑戰；團隊成員依責任範

圍分別拜訪專家、邀請加入資料庫（約 200 位），及有合作默契之媒體記者（約

30 位），以期進一步瞭解雙方想像之「良好的科技溝通模式」，瞭解彼此的經

驗落差，並綜整團隊拜訪專家與媒體的經驗如下。

一、專家不語

若能收到專家的回應，無論是信件回應甚或婉拒，都算是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組建專家資料庫不錯的開始。更普遍聯繫專家的狀況是收不到回音，更遑論願意

配合記者的日常、面對突如其來的訪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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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的科技爭議論述經常集中於少數專家，這是因為記者面對 24 小時

的新聞環境與時間壓力，必須以受訪時間能配合的專家為首選。以食安的新聞為

例，在問題澱粉的新聞中，有近50%的專家論述集中在同一位專家身上（邱玉蟬、

游絲涵，2016）。然而面對複雜的科技風險問題，高同質性的論述難以概括不同

觀點，這類報導無法有效傳遞正確的科技風險概念，遑論風險溝通。

另一方面，因前幾年發生各式科技風險議題時，不同部會間發言立場不同，

或因政府單位與專家學者的觀點有異，近年政府單位為求對外發言一致性，且當

議題與民眾的相關性高，如農藥管理與檢驗標準、食品安全、疾病管制等，政府

部會擔憂不同說法會引起社會恐慌，許多專家被要求不宜接受採訪，甚至媒體也

受到相關單位關切。政府部會下的智庫單位與科研組織，即便僅是對科學研究發

表專業見解，無關新聞與時事，亦需向主管請示，或由單位公關統一表示意見。

陳憶寧（2011）在其研究中提到，對於科學家而言，成為媒體上的知名人士，對

於科學家在專業領域的社群中，並不見得是好事。

在社會中已發展多年，或與選舉政策息息相關的議題，經常因各方不同利害

關係人的論述，在多年發展下已趨穩定，使新的論述者或專家擔心被定型或貼上

特定標籤，而不願發言。同時對於已具爭議性的科技議題，也可能因為可供檢證

的資料不足，即便是專家的觀點，亦難有充分的科學實證研究基礎，以供媒體討

論。

無論專家最終選擇「不語」的原因為何，我們發現主要的問題是專家不能理

解社會對自己研究領域的需求；不信任媒體對自己研究的解讀；更可能擔心因解

讀的落差，影響研究經費，產生寒蟬效應。當專家不信任媒體，又認為「與媒體

接觸」並非專家的主要責任，專家便缺乏「對媒體和對公眾說話」的動機；若專

家過去與媒體接觸的經驗不佳，便更不願意在議題熱點時接受媒體約訪，或只願

意出席由政府主導的記者會，而拒絕接受專訪或其他的媒體途徑提供觀點。

無論何種科技溝通模式，如希冀強化公眾科學素養的欠缺模式；或期待透過

對話來解決科技與社會價值衝突的審議模式；又或是在專家與媒體間，藉由建立

良好的溝通與互信，來改善科學新聞品質的 SMC 模式；專家願意開口都是雙方

溝通最不可或缺的一步。

對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嘗試辦理專家諮詢會與跨界工作坊，促進專家與媒

體對話。專家諮詢會邀請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如離岸風電議題曾邀請技術專家與

海洋生態的專家共同討論（見圖 3a）；跨界工作坊則提供在新聞需求之外，可供

雙方接觸與溝通的平臺，如近年常見新聞熱點的食品安全議題，邀請食品安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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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專家、傳播領域專家與記者與會討論（見圖 3b）。於此過程，期待使原本「不

語」的專家，先從與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對話開始，最終促成更良好的科技溝通循

環。

二、媒體的截稿時間

對媒體而言，將科學家視為重要的資訊來源，是為了證明事實、增加可信度，

與表現報導的客觀性 (Boyce, 2007: 138)。「實用性」是記者在處理科技爭議與尋

找專家論述時最重要的事情：專家論述能否回應社會的質疑？能否在截稿之前接

受訪問？專家表達的內容是否符合新聞或大眾的需求？以上是媒體的首要關心。

科技的跨界風險逐漸連結大眾的日常生活，如新的能源技術、過去不曾出現

的疫病風險、循環經濟模式的應用、智慧機械的發展等，面對既新又不確定的領

域，誰是真正的專家？該如何處理科學社群的不同意見？如何判斷專家研究的真

偽或有否缺失？媒體需不斷摸索如何在新聞中呈現專業的科學知識，但媒體日常

多是只能透過原本的專家與人脈，試圖尋找至少是擦得上邊的專家。

媒體與專家，對於該如何解釋研究、呈現科學中的不確定性與未知，有不同

解讀。對媒體而言，專家認為「科學上沒有問題」，不一定能回應民眾疑問。這

之間有時涉及不同社會價值的判斷，但因過往社會賦予專家的「權威性」，使雙

方無法交集。同時，科學研究不一定是為瞭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目的也非立即

將理論轉化為實際的技術與政策，科學研究可能是為了解析未知的現象、驗證過

往的成果。但這一謹慎推進科學研究的常態，卻可能受到科學研究無法和實務接

軌的質疑。

(a) (b)

圖 3：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促進專家與媒體對話之嘗試

資料來源：新興科技媒體中心（2018年 10月 29日；2019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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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因時間壓力的催化，使原本就難以清楚呈現的科學研究，在新聞產製

過程中更為壓縮。「雖然獨家很重要，但死線更可怕。」是我們訪談媒體時，不

斷被提醒的重點。我們亦曾請教目前執業的記者，在事件發生後應該在多久內聯

繫專家，才能有效協助媒體，發現電視即時新聞只有半小時就必須聯繫上專家；

要跟上每日報紙出版的速度，則僅約有半天時間。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獲取即時

回應的流程，多數專家以 2–3天左右的時間回覆，顯見雙方在時間需求上的落差。

面對現行的媒體環境，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機會來自於，已有媒體內部開始

反思新聞的現狀，並出現願意改善報導品質的聲音。無論是訴求深度報導的網路

媒體崛起；各個事實查核機構成立；或是透過調整新聞播報內容期待影響受眾習

慣，無不是對新聞報導品質的深刻反省與行動。對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亦著手

發展媒體合作策略，從日報專題、網媒專題、週刊雜誌的協作著手，透過協助議

題設定與引薦專家，成為雙方的媒合者。

三、專家與媒體需求的落差

接觸專家的過程中，發現專家認為科學報導最常出現的問題是斷章取義、過

度簡化、內容不夠精確。陳憶寧（2011）的研究中曾指出，複雜的科學被過度簡

化、科學新聞的標題易使人誤解、記者無法正確將科學用語轉化成一般用語，都

是科學家最為同意現況下對科學新聞報導問題的描述。也因此科學家為求精確，

經常會需要更多時間準備，並期待能在新聞出刊前，確認報導內容。

專家經常認為自己只懂該議題中特定的環節與技術，然而面對複雜且具科

學不確定性的科技風險問題，要能更完整為各個構面提出具有實證的論述，需來

自不同角度的專家觀點，才有建構理性討論的可能。此外，有些知識對專家而言

是理所當然的背景資訊，卻忽略了這些訊息對於媒體與公眾都是未曾接觸過的知

識。

從雙方對於「科學新聞」的觀點與需求來看，認知上顯然也有落差。有趣

的是，從英國的 MMR 疫苗爭議來看，科學家最在乎的「精確的語言」，對接

收訊息的公眾而言，不一定那麼重要。英國 MMR 疫苗的爭議，起源於一篇宣

稱 MMR 疫苗與兒童罹患自閉症有關的研究論文，即便當時並無新聞使用「打了

MMR 疫苗就會讓你的孩子得到自閉症」如此絕對的論述，然而在報導中 MMR

疫苗與自閉症經常同時出現，使許多家有幼兒的母親聽到 MMR 疫苗，便直接連

結上自閉症（陳璽尹，2019）。而這種模糊的印象與連結，才是公眾最終判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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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風險、建構風險感知重要的決策依據 (Boyce, 2007: 172)。這並不是指我們應該

放棄對於精確論述的要求，而是不能忽略精確論述最終必須與公眾生活相連結的

本質（陳璽尹，2019）。

四、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定位：專家？媒體？還是工具人？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與專家和媒體接觸時，最常接受到對中心定位的疑問。

對媒體而言，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性質特殊，作為緩解專家與媒體間緊張關係的

橋樑、擁有堅實的專家資料庫等，是較顯而易見的媒體服務功能；但同時，提供

專家多元意見又似專家身分；也因協助轉譯專家意見或翻譯國際科學資訊而似媒

體。且即便現行撰寫的科學文章、整理的科學資訊，又或專家回應潛在爭議之意

見都是媒體需要的資訊，但仍較具學術傾向，專家與媒體著重的議題核心不同，

而有直接應用的困難。因此，如何明確結合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的功能與媒體報

導，實有困難。

對專家而言，與作為中介者的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接觸，並以其為平臺來發

布意見與觀點，意願會比直接與媒體接觸來得高。然而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除了協

助聯繫雙方之外，能如何協助專家？如果直面媒體時，無法以各種形式與媒體溝

通、傳遞專家們確認為正確的論述，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能為專家做什麽？另外，

若專家不在意是否與媒體或公眾接觸，新興科技媒體中心短期內確實不具有協助

專家的功能。

然而，以中長期的角度來看，公眾對於專家研究的理解，無論是認同或是擔

憂，有形塑科技政策、科研投資方向的功能。也唯有公眾能夠逐漸理解科學，才

可能參與科技政策的討論，理解科學的不確定性與風險，進而達成有效對話與溝

通的理想。

以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自身的觀點，我們並非專家亦非媒體，即便現在影音平

臺發達，成為媒體的管道眾多，媒體對於公眾的影響力與公信力仍非短時間可以

建立。面對現在的媒體環境，在網路資訊發達的情況下，許多民意調查在媒體信

任度方面都有相近的趨勢：最常接觸的媒介是網路，但對電視的信任度仍是各項

媒介之首（張卿卿、陶振超，2017）。也因此，我們在定位上仍認為作為雙方的

溝通者，搭建媒體與科學之間的橋樑，是改變科學新聞、傳遞科學訊息，進而影

響公眾認知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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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成為多元且具公信力的資訊提供者

臺灣科技風險溝通的管道長年斷裂，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試圖站在過往的基礎

上，引進 SMC 模式，藉由強化專家與媒體的有效溝通，改善科學新聞的品質。

如文中所述，科學新聞是公眾與科學連結的重要媒介與資訊來源；同時面對當代

複雜的跨界議題，科技政策不再只是政府與專家的事，而必須透過更有效的風險

溝通與公眾參與，才能驅動創新、民主、多元的社會轉型網絡。而風險溝通的實

作過程中，一個提供可信任的資訊來源、跨邊界的對話空間平臺，是要成就多元

討論的基礎。

誠如英國對於 SMC 傳播模式的反思，SMC 仍略帶有「從上而下」的意味，

以及議題設定的功能。但若無共同的知識與論述基礎，彼此認知無法對接，共同

參與及討論如何可能？因此，目前為止，這一模式不失為複雜的風險議題進入公

眾討論前，必須完成的重要階段與基礎建設。同時，推動專家提供更多科學實證

觀點，促進媒體報導更多科學的過程中，SMC 模式曾被認為與科學公關無異，

實質上 SMC 並非僅為單一的科學觀點發聲，而是引介具多元觀點的科學家給媒

體，著重具有科學證據的論述，以及議題中是否對科學論述有所匱乏。

由此，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自身的角色定位為協助雙方溝通的中介者，嘗試彌

合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斷裂。從近兩年的執行過程可見，新興科技媒體中心雖

已逐漸建立穩定的運作模式，仍有許多挑戰待進一步的突破與努力。專家、媒體

與新聞呈現之間環環相扣的難解沉痾，也待進一步的拆解：說服專家提供意見、

跟上媒體的腳步、產出具科學證據的科學新聞素材，才能使科學新聞與議題的傳

播進入正面循環，促進整體的社會學習與對話，推動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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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s typically adopt one of two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disputes 

involv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irst strategy, called the “deficit model,” aims 
to resolve disputes by educating the public and filling the knowledge gaps that exist 
between laypeople and experts. The second strategy, called the “deliberation model,” 
recruits stakeholders to discuss specific issues, thus allowing socially-valued collective 
opinions to be brought into conversations and so influence policy making. However, 
there is a third model that bridges experts and media to enforce the quality of science 
news broadcasting. This model was developed by the Science Media Centre (SMC) in 
the United Kingdom (UK) in 2002.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has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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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ronted long-standing scientific disputes in the UK,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model 
was gradually adopted in four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motto of the UK 
SMC is “The media will DO science better when scientists DO the media better,” 
and the approach encapsulated in this sloga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adigm that 
keeps empowering expert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Inspired 
by UK SMC, 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was established in 2017, and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SMCs in 2019. After two years of operation, the center implements 
practices to identify strengths and challenges, and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by 
routinely identifying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between experts and journalists. 
Rebuilding trust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is feasible but requires not only 
individual changes, but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society.

Key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Media Centre, science news, experts and 
media, 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